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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心”“脑”这两个概念混用，源于近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用中国文化术语译介西方脑科学知识

的特定表达方式，而后逐渐成为民众思维活动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其后果是容易造成人们“用心”思维

能力弱化，很多应该“用心”解决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当代全球化趋势和人工智能广泛使用给

社会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彰显了“用心”思维作为不可替代的人类智能的特定价值。有必要从认知科学

和哲学视角仔细辨析“心”“脑”之间的本质差异和联系，分析“心”“脑”概念混淆的缘由及影响，建

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心”“脑”协同关系，使中国传统的“心”的智慧转化为当代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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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xed use of the two concepts of “heart” and “brain” originated from the specific expression 
of western brain science translated by the use of Chinese cultural term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since modern 
times, and then gradually beca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people’s thinking activities.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it is easy to cause the weakening of people’s ability to think by heart, and many social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solved by heart could not be dealt with in time.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brought profound impact on social life, demonstrating the special value of “thinking by heart” as 
an irreplaceable human intelligence. It is necessary to carefully exam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he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between “heart” and “brain”, analyzing the cause of the mixed use of 
the two concepts and its influence, and constructing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rt” and “brain”. This 
will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making the wisdom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ear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culture, and providing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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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这两个概念混用，是我国学术

研究和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尽管作

为一种科学常识，现在人们都知道大脑是思维

器官，但彼此交谈中仍有大量涉及“心”的提

法，如“用心学习”“心想事成”“不忘初心”

等，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也有“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之类表述。如果仔细琢磨，可以发现中国

人讲的“用心”与通常所说的“动脑”并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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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事，而是有特定含义。不能把涉及“心”的

表述替换成“脑”，比如不能将“贴心”说成“贴

脑”，把“中国心”说成“中国脑”，把“心心

相印”说成“脑脑相印”。然而在相当多的场合，

人们感受不到“心”“脑”概念之间有什么明

显差异，提到“用心”自然想到“动脑”，而

专心致志“动脑”则被当作“用心”。这种概

念混淆看起来问题不大，实际上会造成一些人

“用心”思维能力不断弱化，很多应该“用心”

解决的社会矛盾未能及时处理。在全球化趋势

不断发展和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替代人类智能

的时代背景下，“用心”的特定认知价值逐渐

突显出来。这本来是其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可

能由于缺乏足够反思而被忽略。因此，从哲学

和认知科学视角开展“心”“脑”之辨的研究，

将“用心”与“动脑”明确区分并建构其合理

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紧迫的现实意义。

 

一、认知视角的“心”“脑”概念辨析
 
从认知角度看，“心”与“脑”的本质区别

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在西方近代脑科学知识

传入我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回答。因为

中医和西医对“心”与“脑”的理解本来就有

很大差异，中医所说的“心”是人体中具有思

维功能的器官的总称，包括“脑”在内，现代

中医仍持同样看法。① [1] 普通民众谈到“用心”，

指的是一种思维习惯和心理态度，一般不会同

脑科学知识对立起来。学者们从哲学和文化角

度理解“心”“脑”概念时又增添了许多复杂

因素，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

“心”“脑”概念比较。这个问题在现代脑科学

发展起来之后才有希望得到解决。

自 20 世 纪 60 年 代 罗 杰· 斯 佩 利（Roger 
Sperry）等人著名的的“裂脑实验”之后，关

于大脑不同区域功能定位的研究迅速发展。[2]

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由左、右两个

半球（也称左、右脑）组成，左脑主要掌管逻

辑推理、数学运算、语言表达，而右脑主要掌

管形象思维、想象、直觉、创造等活动。除了左、

右脑，大脑的边缘系统也会影响人的认知活动。

边缘系统是大脑皮层周边部位及皮层覆盖的一

系列互相连接的神经核团的总称，其功能涉及

内脏活动、躯体活动、内分泌、情感等复杂过

程，是整合人的全身体验特别是内脏体验信息

并汇入大脑的关键器官，也被称为“内脏脑”。
[3] 大脑在认知活动中需要整合左、右脑和边缘

系统的功能共同发挥作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动

脑”，强调运用一定思维规则去思索和推理，

实际上指以左脑为主导的思维类型（右脑和边

缘系统起辅助和协调作用），因为自觉的理性

思维和规则意识主要凸现左脑的功能。而“用

心”实际上指由右脑和边缘系统为主导的思维

类型（左脑起辅助和协调作用），因为“用心”

的特征在于注重整体把握、直观体验和灵活变

通，凡是中国人日常语境中讲“用心”的地方

涉及的都是这一类思维活动。中国古人之所以

将“心”视为思维器官，是因为心脏状态对这

类思维活动的影响比其他脏器更显著，其病变

会直接影响思维过程。在现代的脑科学知识

没出现之前，从直观体验出发，提出“心之官

则思”的主张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中医是将

“心”“脑”视为一体的，两者功能有别，但无

明确界限。

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心”的理解超出了

生理层面，只针对“心”的思维功能。孟子引

孔子的话说：“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

知其详，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

这操舍存亡之心显然并非指心脏。王阳明也曾

明确指出：“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

心”。张岱年先生总结了先秦至清代有关“心”

的种种观点，包括“心”具有认识功能、具有

道德意识的意义、具有裁制情欲和主宰行动的

作用、是人的主体性之所在、心即理、心能辨

理等。[4] 这里的“心”都是指人的内在认识能

力（中国传统的“心”很难在西方语言中找到

①现代中医的解释是：“心，五脏之一，与小肠相表里。主神明，是精神、意识、思维等高级中枢神经活动的主宰，对其他
脏腑的功能活动起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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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准确的对应词，如果用“Heart”表示其

区别于生理意义上“heart”的特定含义，可能

是英语世界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心”还被

赋予价值观、伦理学和美学方面的意义。古人

认为人有人心，天有天心。圣人能够体悟天心

而感化人心，执中含和，才能使天下太平。宋

代张载强调“为天地立心”，认为“心”是理

解和协调天地万物关系的基础。[5] 中国古代对

“心”的理解逐渐发展成为陆王“心学”，这在

人类思想史上是独树一帜的。① [6]“用心”思

维注重知情意相结合、真善美相统一，有助于

创造性的发挥，有效促进社会生活各方面关系

的和谐。尽管中国古代逻辑思维并不发达，但

生产技术却相当发达，取得了很多影响世界历

史进程的发明创造。[7]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身心

关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在一定

程度上都与“心”的思维功能有关。相比较而

言，西方思想史上对“脑”的理解并没有超出

生理层面，“脑”只是人类意识活动的载体，“脑”

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会影响但并不等同于人的意

识活动。西方学术界并未出现“脑学”这样的

学问（有的只是“脑科学”），“动脑”本身也

不具有价值观、伦理学、美学等方面的意义。

因 此， 从 哲 学 和 认 知 科 学 角 度 看，“ 心 ”

与“脑”代表中国和西方对人的认知器官及其

功能的不同理解，对应于由大脑不同部位主导

的不同思维类型，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

影响，这是“心”“脑”概念在实际语境中不

能随意相互替换的根本原因。“用心”和“动

脑”各有其优势和不足。“用心”的直观体验

特征具有不够严格、精确、细致的弱点，但其

注重整体性、体验性和事物之间有机联系的优

点是“动脑”思维所缺乏的。而“动脑”的弱

点与优点恰好与“用心”相反。当这两种思维

类型相遇共处时，若能明确界定各自适用范

围，取长补短，相互配合，显然会更好地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可是如果不能

自觉协调两者关系，就会发生超越各自适用范

围而彼此替代的状况，影响其作用的正常发挥。

“心”“脑”概念混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思想根

源，这种状况反过来也会带来“心”“脑”概

念混淆的进一步加重。

 

二、“心”“脑”概念混淆的缘由与影响
 

“心”“脑”概念混淆是“西学东渐”以来

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定产物。“动脑”思维是伴

随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传入才逐渐为人们

熟悉的。在这一过程中，面临如何消除不同文

化传统之间理解障碍的问题，一些学者就将涉

及“动脑”的相关知识翻译成便于从“用心”

角度理解的表达。一个突出例子是对西方哲学

中“唯心论”的翻译。这个词本身是外来词，

日本学者先是将“idealism”（观念论、理念论）

译成“唯心论”，然后再传入我国。[8] 这种译

法开启了将“心”“脑”概念混用的先河。与

此类似，英语中的“mind”被译成“心”或“心

智”，“mind-body relation”（精神与肉体关系）

被译成“心身关系”，“psychology”（研究人们

感觉、知觉、思维、情感规律的科学）被译成

“心理学”。实际上这些术语都来自“动脑”的

思维活动，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用心”没什

么关系。[9] 不过，这些译法尽管不精确，但很

容易被人们接受，因为一谈到“心”，人们马

上会联想到精神活动，因而西方有关精神、观

念、认知等方面的学术成果很容易融入中国传

统文化的语境之中。

在“心”和“脑”这两个概念通过翻译渠

道建立这种不严格的对应关系之后，很多人就

不去思考“心”与“脑”的差异与不可互换

性，而是追求这两个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灵活变

通的自洽应用。在学术研究层面，中国哲学史

研究和西方哲学史研究的不同范式可以相安无

事。如果在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内讨论“用心”，

学者们依旧按照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路来解读

“心”，谈论“心之官则思”“心包万物”“心学”

等话题，但不会同时考虑西方学者如何理解“心

①世界上有些古老民族也曾流行过“心”能思维的类似观念，但从未出现过“心学”这样系统的学说。

“心”“脑”之辨的当代认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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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关系”。一些对中国哲学有兴趣的西方哲学

家和汉学家也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解讨论“心”

的功能和价值，并将其等同于意识活动。瑞士

汉学家耿宁所著《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

学研究文集》一书，从现象学角度分析中国传

统心学的一些思想成果，但并没有从“心”与

“脑”的差异角度展开考察。[10] 安乐哲曾指出：

“‘心’常常被译为‘mind’这一事实提醒我们

仅仅将其译成‘heart’是不充分的，……如果

不是这个‘心’在思考的话，中国古典著作中

的许多篇章都是不可理解的。”[11] 然而他并没

有进一步指出“心”与“mind”之间是否还存

在什么本质区别。可是如果到了西方哲学或现

代哲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就换了一个思路，从

汉英语言互译角度将“心”直接对应于现代意

义上的精神活动、知觉活动、思维过程，谈论

唯心论、心身问题、心理学，但不会在意中国

传统哲学对“心”的本意的理解。如果有人要

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心”是否存在区别于“脑”

的根本特征，则很容易被认为小题大做，得不

到响应。“心”“脑”混用的思维惯性相当大，

以至于很多人见到“用心”马上会想到“动脑”，

觉得讨论二者区别根本没必要。

在日常生活层面，普通民众已经习惯于既

讲“动脑”也讲“用心”，但将其分别置于不

同语境下使用，而且同样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

性。当涉及学习专业科技知识、执行规章制度

的时候，人们习惯于讲“开动脑筋”。这时若

提到“用心”，仅指一种认真的学习和工作态度。

而当涉及人际交往和承担社会角色责任的时

候，人们习惯于讲“真心诚意”。这时若提到“动

脑”，仅指一些具体操作方法。这种灵活变通

的处理方式一方面有益于传统的“用心”思维

继续发挥作用，便于“心”与“脑”思维功能

相互补充，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从认知角度进行

“心”“脑”之辨的必要性，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相比较而言，传统的“用心”往往是不自觉的，

缺少反思的。现代中国人尽管都能领会“用心”

的意思，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究竟什么是“用

心”；人们都强调“用心”很重要，却难以说清

楚为什么要“用心”；人们经常给自己或他人提

出要“用心”的要求，却难以说清楚应该怎样

“用心”。“心”“脑”概念混淆使得人们将“动

脑”视为“用心”框架下的一种特定方式，而 “用

心”则逐渐演化为一种思维习惯，变成一种“集

体无意识”，[12] 即使人们“用心”的能力在弱

化也难以察觉。不少人很难说清楚在思考某个

问题时自己究竟是在“动脑”还是在“用心”，

而且会觉得这样提问题莫名其妙。

“心”“脑”概念的混淆造成“动脑”实际

上会不断替代（或“架空”）“用心”，这种趋

势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加速

逐渐显现出来。尽管“用心”思维仍然在现代

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教育、协调社会关

系以至创造性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一些涉

及社会整体利益的事情上产生过显著效果，但

“动脑”思维的作用总体来说越来越强劲，作

用范围越来越大。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

发挥“动脑”思维的作用在科技、生产、经贸、

法治、管理等领域非常必要，能够有效弥补历

史上单靠“用心”思维带来的局限性。可是在

一些应该需要“用心”解决的社会问题上也简

单采用“动脑”的思路和方法，就会出现片面、

生硬、狭隘的倾向，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近

年来人们关注的一些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不同程

度上与“动脑”对“用心”的过度替代有关，

也反映出一些人“用心”思维能力实际上不断

弱化。这方面问题在教育和管理领域尤为突出。 
在教育领域，近年来人们很关注有些学生

“智商”高而“情商”低，遇到挫折就容易方

寸大乱甚至轻生的问题。不少老师和家长意识

到有些学生不会发自内心去关心他人，不会将

心比心，在面对责任心问题时往往想通过“动

脑”给自己找辩解理由。尽管多年来的思想政

治教育一直强调要“入脑入心”，但“不用心”“不

走心”“不上心”的事情还在不断出现。以往

人们常将其归结为家庭宠爱过度、过于看重学

习成绩、缺乏心理辅导，很少意识到这些学生

“用心”能力实际上在下降，而这是一个潜移

默化的过程。学校里学到的书本知识主要来自

“动脑”思维的成果，因而学生们容易注重接

受“动脑”的知识而忽视“用心”的能力，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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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专业知识考核而忽视人文素养的熏陶。靠“动

脑”获得的书本知识要转化成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需要经历一个“用

心”体验和深化的过程，否则会出现“高分低

能、创新乏力”的现象。而从课堂上学来的伦

理知识，更需要通过“用心”转化成“良知”，

培养相应的道德情感，才能够落实在道德行为

上。学生“用心”能力下降带来的这些问题不

容忽视。

在管理领域，近年来人们很关注管理措施

如何落实“以人为本”的问题。由于具有“动

脑”特征的工具理性伴随人工智能技术产生越

来越大的影响，出现了人才评价中过度依赖量

化指标、管理活动中简单照搬规章条文、对主

动性和大局意识关注不够的倾向，造成一些行

政管理人员缺乏人际沟通和协调能力。有些管

理措施在局部看来合理，但整体上缺乏人文关

怀，往往是因为管理者不“用心”，发现不了

其中的问题，因而才造成一些本该“用心”解

决的社会矛盾未能及时处理。单纯强调“动脑”，

只关注局部的、可量化的、显性的收益，容易

忽视全局性的、需要体验的、隐形的危机因素

和应对措施，造成人与物、自然与社会、科学

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全球化时代的环境污

染、生态失衡、金融危机等重大现实问题，都

是从局部地区向全球范围，由隐形向显性，由

确定向不确定逐渐蔓延的。“用心”思维本来

应该在应对这些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用

心”能力的削弱会使这些问题的治理难以取得

预期成效。

“用心”思维能力实际上不断弱化，还表现

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极端化事件上。前些年媒

体披露过某些行政部门设置过低的办事窗口、

有的学校为防止学生违纪到操场上考试，以及

新近出现的某社区事务中心要求办理残疾证必

须“植物人”本人到场 [13] 之类“奇葩”事件，

显然是社会治理方式上根本不“用心”的表现。

网络信息传播带来了“思维碎片化”倾向，使

得一些人的思维出现“短路”，出现了在公交

车上抢方向盘、在高铁上“霸座”、走路只顾

看手机丢了孩子等极端化行为，而这种事情的

出现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这也表明一些

人“用心”能力的弱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

度。

“动脑”思维之所以能不断替代或“架空”

传统的“用心”思维作用，与“用心”和“动脑”

各自的思维特征都有关。“用心”思维具有很

强的包容性，能够将“动脑”思维融入自身框

架中加以理解，但其独有的特征和价值以往却

没有充分体现出来。“用心”本身没有硬性要

求。当人们发现某些人办事不用心、某些孩子

学习不用心的时候，习惯的做法只是批评、督

促、感化，很少提出具体的标准。从外部环境

看，自古以来培育“用心”思维需要耳濡目染

的氛围，但这种氛围现在由于“用心”与“动脑”

并存已不复存在。“用心”能力的提升需要相

应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宣传，而这种事情在人们

忙于从事与“动脑”相关的工作时可能无暇顾

及。从内部因素看，“用心”的整体性要求与

“动脑”的分析性要求相矛盾，“用心”的知情

意相贯通特征与“动脑”的客观、冷静、有条

理的要求相矛盾，“用心”思维强调定性与“动

脑”注重量化相矛盾。当“动脑”的能力在教

育、管理、评价活动中不断强化的时候，“用心”

的能力自然会无形之中逐渐被弱化。人们以往

对“用心”的理解、价值判断和方法体验，也

会逐渐被“动脑”的知识、认知机制和思维方

法取代。

 

三、协调“心”“脑”关系的
当代途径和意义

 
要解决“心”“脑”概念的混淆带来的问题，

协调好二者关系，仅靠呼吁人们重视“用心”

的作用是不够的。关键是转变人们的观念，重

新认识“用心”思维的本质特征，使之从传统

的思维习惯转化为具有现代科学根据和认知价

值的思想资源，使“心”“脑”关系的协调成

为现代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需要从

现代哲学和认知科学出发，进一步探讨“用心”

思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而建立“心”“脑”

之间合理的协同作用机制。

“心”“脑”之辨的当代认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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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用心”思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需要

综合考虑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积累和现代哲学

与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代典籍中有

关“心性”特征和“用心”过程的论述比较零

散，缺乏系统整理，但其中包含一些揭示直

观体验认知机制的特定概念和方法，具有重要

价值，与现代西方的现象学、解释学、隐喻

理论和认知哲学研究相关成果也有相通之处。
[14]“用心”的认知对象是中国传统哲学范畴

“象”，它是对事物进行整体性的直观体验的认

知结果。“象”可以划分成由具体到抽象的不

同层次，如“物态之象”“属性之象”“本原之

象”“规律之象”，大体上相当于西方现象学讲

的“生活直观”“范畴直观”“本质直观”。“用

心”思维的过程包括取象比类、立象尽意、得

意忘象诸环节，形成了格物致知的完整链条，

这是西方哲学对想象、直觉、意会知识的研究

中较少涉及的。西方解释学、现象学、隐喻理

论的相关研究在精细辨别直观体验过程的细节

特征方面更具优势，但缺乏“用心”思维对直

观体验思维整体性、融贯性、致用性理解的独

特理论视角和文化积淀。当代认知哲学有关“涉

身认知”的研究，关注的就是大脑边缘系统在

认知活动中的作用，但由于西方哲学框架里原

本就没有中国人所说的“心”的位置，只能将

“脑”的认知功能和身体的体验功能融为一体

加以考察。[15] 还应看到，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

中都有对右脑和边缘系统作用的不同理解，但

它们并不具备“用心”思维知情意相贯通、真

善美相统一的特点，也没有提出诸如“道法自

然”“和而不同”“知行合一”这样的深刻理念，

因而在影响社会生活方面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局

限性。由此可见，“用心”并不只是现代中国

人的思维习惯和历史文化遗产，它有着特定的

认知价值和优势，因而能够在解决当代整体性、

全局性、体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也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个人的全面

发展。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已经显现出

整体性、全局性、体验性思维对解决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工程风险、经济秩序等全球性问题

的重要意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基

本上是在“动脑”思维推动下展开的，工具理

性、规则意识和分析精神带来了物质财富的迅

速积累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急剧变化，但到了 20
世纪逐渐开始出现“临界效应”，[16] 即接近全

球环境和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可以承载的边界，

需要及时做出调整，此时“用心”思维可能重

新显露出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重要价值。当

代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变化是人工智能的迅

速发展。人工智能目前看来主要是“动脑”思

维的人工化，无法取代“用心”的作用。微软

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就曾指出计算机是最好

的左脑，认为其优势在于逻辑与推理，但从未

发展出右脑能力。[17] 随着依靠“动脑”的实践

活动越来越被人工智能取代，“用心”思维能

力的重要性会日益凸显。人工智能不会自己主

动去想象和创造，不会出现直觉和灵感，更不

会自己产生“良心”。判断人工智能存在的“图

灵测试”和塞尔的“中文屋”试验，都是针对

语言交流的，那是“动脑”的能力。[18] 至于人

际交流中“心领神会”的部分，则是人工智能

无法模拟的。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模拟

人类的情感、意向、决策过程，但无法完全模

拟和替代“用心”思维调动人的全身心体验和

利用人类社会长期文化积淀的能力，这一点在

战略决策方面体现得更加明显。单独依靠数据

和算法，人工智能无法把握只有人类整体思维

才能解决的广泛的战略问题。[19] 人工智能不可

能完全具备人类的社会属性，不可能具备自觉、

自主、自立的社会活动。[20]“心”本身就具有

道德主体的特征，类似“变心”“黑心”“野心”

等说法都是道德意义上的谴责。这种特征联系

着人的社会属性，包括人格、人品、人性等等，

都是人工智能无法模拟和取代的。当然，现代

“用心”思维需要与“动脑”的协同，才能消

除自身弱点，在科技发展、社会治理和日常生

活中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

具体说来，当代社会治理中的“心”“脑”

协同作用，应该弥补单纯强调规章制度、分析

推理、量化评价的造成的局限性。因为规章制

度不可能面面俱到，单靠分析推理很难形成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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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认识，简单的量化评价容易忽略那些难以量

化的因素。这就需要人们从“用心”的直观体

验的角度，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全局意识的

作用，体现爱心、事业心、责任心，弥补单纯“动

脑”的不足。比如在面临新冠疫情防控这样的

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医护人员的奉献精

神、广大民众的自觉配合、管理人员的尽职尽

责，都不是完全靠规章条文驱动的，都展现了

“用心”的作用。如果没有“用心”去体察、协调、

相互关照，人们遇事就可能相互推卸责任，使

人际关系变得冷漠，使集体缺乏凝聚力，使关

系到大局的事情得不到有效治理。

当代日常生活中的“心”“脑”协同作用，

能够弥补单纯强调个人权益、利害关系、特立

独行意识造成的局限性。维护个人眼前权益不

能以牺牲公众的长远利益为代价，这需要发挥

“用心”思维的整体视角的作用，培养一种“大

我”意识。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时权衡利弊固

然必要，但利害关系之外还有亲情、友情、感

恩、义务这些需要“用心”把握的因素。市场

经济环境造就了青年一代更明显的特立独行意

识，力求彰显个性，但需要通过“用心”的直

观体验把握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主观愿望与

客观现实的关系、自由意志与必然趋势的关系。

“心”“脑”协同作用有助于强化人们的道德敏

感性，培养自律意识、环境意识和风险意识。

 

四、“心”“脑”协同作用的若干展望
 
在经历了“心”“脑”概念不自觉混用的

时期之后，“心”“脑”之辨可能带来二者关

系的新样态，给人们带来新的思维体验。进一

步的发展需要探索和完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

“心”“脑”协同机制，使中国传统的“心”的

智慧在新时代发扬光大。这里有几个领域值得

特别关注。

其一，探索开展“心”“脑”协同作用的教育。

现在很多学校里往往重视“动脑”的教育，强

调掌握理论知识，了解各种公式、法则、工艺

标准、解题方法，但缺乏对培养“用心”思维

能力的自觉地重视和有效培育途径。“心”“脑”

协同互补的的教育需要培养学生增强对现实生

活的体验、适应和创造能力，培养学生形成“大

我”观念和行为准则，增强社会责任感，主动

协调人际关系，维护集体和国家利益以至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利益，还需要培养他们提升审美

层次，学会理解美、欣赏美、创造美。这对于

目前正在开展的“新工科”“新理科”“新文科”

教育改革显然十分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我国

古代关于“用心”认知机制和方法的很多论述，

其知识形态很难直接搬到现代生活中来，必须

经过一个创造性的转化过程，才能使现代受教

育者充分理解并学会应用。这些知识的讲授如

何“嵌入”现代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如何增

强教育过程的体验性，使学生具备开阔的知识

背景和深刻的洞察力，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如何将“用心”的直观体验能力与“动脑”

的理性思维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都需要认真

加以研究。

其二，探索实施“心”“脑”协同作用的管理。

这就是要从心灵沟通的角度思考管理者和管理

对象的关系，与体制机制变革有机结合，创造

性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使安定和谐的社

会秩序不断得到维护。这种管理方式应该进一

步影响社会文化形态和技术发展模式，从制度

层面避免“用心”和“动脑”的疏离。通过培

养人们“用心”审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工

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模式，使人与人之间

的“交心”“贴心”“将心比心”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展现其应有价值。“心”“脑”协同作用的

管理还有助于在工程技术活动中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器物以及人的身心活

动的和谐融入设计过程之中，体现顺应自然、

“以‘道’驭‘术’”、防患于未然等思想原则，

真正使设计“走心”而非仅仅“过脑”。

其三，探索推广“心”“脑”协同作用的评价。

在评价社会治理成效和工作业绩上，现在一些

部门和单位注重指标体系的考核，用数字说话，

这样做固然必要，但有不足之处。有些隐蔽的

或难以量化的因素，如个人的思想状况、素质、

追求，一个群体的人际关系、凝聚力、发展潜

力，都需要“用心”去体察和评价。有些人无

“心”“脑”之辨的当代认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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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心、漫不经心以至丧失“用心”能力的现

象可能是逐渐出现的，原初的“用心”能力和

态度可能随着人们的社会环境、地位、利益关

系和生活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心”“脑”

协同作用的评价应该是一个持续的、长远的过

程，培养发自内心的“大我”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心”“脑”协同作用

的评价应该广泛应用于教育、管理、医疗、人

才选拔、技术评估等相关领域。可以设想，当

人们在未来的社会评价中逐渐适应将“心”“脑”

相提并论的时候，人们“用心”的能力就会和“动

脑”的本事叠加在一起，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这对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将是十分重要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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